
基，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世界。
（王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译审）

国外中国学的流变、现状与思考
周　 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中国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为主研究中国问题的综合性学科。 其概念是从历史中发展而

来的，形成了汉学、国外汉学、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国外中国学、世界中国学等若干意思相近又有不同内

涵的相关术语。 其中，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专指海外偏重于历史人文领域的中国研究，或特指古代中国研究。
中国研究（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海外中国学或国外中国学，则主要是中国境外或国外以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国

文化、中国事物、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为主要对象的综合性研究，即观照当代中国、现实中国。 学术界一般

认为“中国学”源于“汉学”，但又有别于“汉学”。 严绍璗指出：“我国学术界目前在关于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等的译名和关于这一学术的名称的认定方面，认识上的差距很大。”①而世界中国学，“系上海社会

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试图推动建立的一门新兴学科的称谓”②，是国内常用于对带有“海外”“国外”
“国际”等各种地域限定词的中国研究的统一称谓，涵盖中国本土和国外两方面的中国研究。 本文以国外

关于古代中国和现当代中国研究的机构、成果为研究对象，阐释其由古及今的流变过程，分析其现状与特

点，针对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应对的思考，以推动构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

语体系。

一、国外中国学的演进与格局形塑

国外中国学（汉学）自利玛窦开始，经数百年的发展，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在区域格局等方

面都经历了深刻的演进过程。
（一）国外中国学研究对象的分野

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外中国研究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日益丰富、拓展，主要可分为对中国传统历史文

化的研究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前者又称为汉学研究。
１．汉学。 从西方以欧洲汉学为代表的传统汉学的演进历程来看，其大致经历了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

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早期一鳞半爪的游记内容，到传教士严肃的探索，再到

专业中国学者或汉学家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的系统研究，汉学主要关注中国古代历史和古典文献研究。 这

三个不同阶段清晰地折射出了汉学在西方发展的历史传承和演变脉络。 随着古代中国地理疆域及其影响

力的扩大，开始有西方人套用对古罗马帝国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封建王朝使用“中华帝国”的称谓。 因此，
西方早期关于中国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原”和封建时期的“中华帝国”概念，亦多统称为汉学。 美籍华裔

学者黄仁宇将古代中国出现过的统一大朝代划分为三个“中华帝国”时期。③ 当然，这种以统一的大朝代

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就汉学本身而言，中原文化依然是西方研究的内核，但由于

当时中国北部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民族之间的交流、民族文化的交融，这种激荡和变

化不可小觑，更不应被忽视、被剥离。
２．中国学。 晚清以降，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开国门，西方汉学的研究视野开始超出汉学和古

代“中华帝国”的范畴，在东亚朝贡体系和东西方冲突对抗的框架下研究中国。 ２０ 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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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

的发生以及区域研究的兴起，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 以研究现当代中

国为目的、以美国学界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学就在这种“敌情研究”需要的基础上逐渐兴盛并成为主流。 在

传统汉学向现当代中国学演变的过程中，费正清是一位关键性人物。 他突破传统汉学的束缚，改变过去汉

学研究重历史、轻当代，重西方观点、轻中国事实，重人文科学、轻社会科学的状况，撰写了《中国沿海的贸

易与外交》《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大量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述，建
立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确立了当代中国学的学术标准。①

总的来看，由于中国地理疆域的不断扩大、历史时限的不断下延以及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中国学的

研究视野基本遵循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演变，其研究范畴也日益将“传统中

国”与“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中国文化”与“中国价值”融为一体。 当前，随着中国综

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国际地位的日益突出和世界格局的加速演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中国

学日益成为当代国际“显学”，成为一种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的综合性基础研究。
（二）国外中国学研究方法

国外中国学的研究方法，因其综合性的学科特点，多采用历史学科、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
区域研究的框架内探讨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

１．历史学研究方法。 国外中国学的基础和核心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国外中国学最基本的

方法。 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提出的基于历史研究的“宋史研究计划”，得到了汉学家的普遍支持，而且这一

计划不再把古代中国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而是作为中华文明整体的一部分去研究。② 此外，文献是知

识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 国外中国学学者往往通过中文典

籍以及外文译介了解中国、研究中国。 国外中国学研究很早就注重对中国资料的汇编，如费正清和邓嗣禹

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费正清和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

国：１８９８—１９３７ 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基础。
２．比较研究方法。 国外中国学，是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因此运用比较的方法是必需也是必然

的，而且往往是贯串始终的。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文化形成了其独有的发展体系，塑造了不同民

族、不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相异性，从而推动中国研究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异同性的比较研

究。 即使在中国文明蒙尘的近现代社会，仍有不少西方学者和政界精英认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

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 它坚不可摧，经得

起等待。”③汤因比在分析世界历史各主要古文明的兴起和衰落后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

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 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的所需的干练

才能……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④

３．跨学科方法。 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涉及中国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
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任何单一的学科研究方法都难以孤立地穷尽其全部，因此需要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联合

研究。 正如芮玛丽所言：“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认为长期致力于一个单一的文化区域研究是合理的，尽管

它是世界上最大也最为丰富多彩的地区。”⑤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国外中国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加之对社

会科学方法的运用，使新兴理论方法更深切地导入中国研究领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三）国外中国学区域格局的形塑

国外中国学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从以欧洲为中心向以美国为中心，再向亚洲、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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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的发展趋向。 至少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相当规模的中国学研究机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总数

已超过 １０００ 个，遍及世界各地。 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的总数不少于 １ 万人，而且近年还在不断扩大。①

１．欧洲中国学。 欧洲对中国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汉学研究发源地和勃兴地。 最

具代表性的国际汉学组织———欧洲汉学学会，成立于 １９７５ 年，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学术研究机构。
其他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主要有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利兹大学中国研究系、伦
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巴黎汉学研究所，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洪堡大学汉学所、汉堡大学汉学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中国研究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汉学

系，波兰华沙大学东方研究学院，等等；相关学术刊物主要有英国的《中国季刊》，法国的《法国汉学》，德国

的《亚洲研究》《当代中国》等。
２．美国及加拿大中国学。 美国中国学呈现出从欧洲汉学的传统语文学研究模式转向以社会科学方法

为主的研究模式，从单纯的学术探索转向公开为美国、西方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的特点；在学术代际

传承中，出现了以费正清为代表，聚焦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第一代汉学家，以施坚雅和魏斐德为代表，聚焦

社会史研究的第二代汉学家，以及以裴宜理为代表，聚焦反帝史、民众运动史、地方史研究的第三代汉学

家。②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学术机构开始重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正如埃德加·斯

诺曾对毛泽东所言：“当你在中国进行了一场革命的同时，你也革了外国的‘中国学’的命。”③自此，美国中

国学在中国知识教育、汉语教育、中国研究机构及服务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跃进式发展。 正

如美国学者所言：“在美国，目前在美国大学和智库大概有 ３０００ 人研究中国问题……美国情报部门一向关

注问题研究，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差不多有一两千人研究中国问题……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现在都

有研究当代中国的中心或者项目，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一些州立大学、地方大学、私立大学也开辟了这个研

究领域。”④美国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有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美中关系全

国委员会、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等；相关

学术刊物主要有《近代中国》《当代中国》《中国经济评论》《中国政治研究》等。 就研究范式而言，美国的中

国研究学界盛行着三种主流范式，即“帝国主义”范式、“传统—近代”范式、“冲击—回应”范式。 此外，受
欧洲和美国中国学的影响，加拿大一些中国学研究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如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加拿大英属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聚焦当代中国相关时事和政策的跨学科研究。
３．俄罗斯中国学。 俄罗斯研究中国的方法主要是，基于自身的中国观、对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追求和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专注于对中国第一手文献开展独立研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俄罗斯的中

国研究中较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国改革经验的研究，如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应对世界风险挑战、创建

自由经济区的实践、参与世界贸易和全球化的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俄罗斯代表性的中国学研究机构主要

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国
立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国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等；相关学术刊物主要有《远东问题》《东方》等。

４．亚洲中国学。 亚洲中国学主要以日本、新加坡和印度等国的研究为代表。 在东亚，作为第一个实现

近代化的亚洲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对华野心日益加剧。 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较早出现运用

社会学理论开展研究的倾向，提倡结合法律等专门知识和方法论以研究汉籍，同时着手开展对中国国情的

调查，包括地理、兵制和经济、政治现状等方面内容⑤，如组建“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为其侵略战争服务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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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后，开始设立一般社团法人如中国研究所等机构，专门研究现代中国以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亚洲

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领域问题。 成立于 １９４９ 年的日本中国学会是以中国相关学术研

究为目的，以从事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语言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综合学会。 此外，日本还成立了

日本现代中国研究学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推动中

国研究和中日学术文化交流。 在韩国，从事中国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韩国中国学会、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

究所、汉城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等。 由于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甚至彼此的语言有某些相似点，亚洲各国开

展对中国的研究具有更多的优越条件。① 除了日本、韩国外，亚洲其他国家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主要有新

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新加坡中国学会、新加坡儒学研究会，越南社会科学翰林

院中国研究所、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等；相关刊物主

要有新加坡的《亚洲文化》《中国：国际期刊》，印度的《中国报道》等。
５．大洋洲中国学。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传统汉学研究较为薄弱，主要是从英国等欧洲国家引入汉学家。

中澳建交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重视汉语教学，在高校中开设丰富多样的亚洲语言课程，越来越多的学生

选修中文课程或学习汉语。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有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墨尔本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维多利亚大学）、新西兰亚洲研究所等。
６．非洲中国学。 相对而言，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研究起步晚、发展慢。 １９８０ 年代以前，其中国学研究主

要集中于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 随着非洲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中

非关系的深化，非洲对中国的研究从中国反帝反侵略斗争的成就逐渐转向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成就、中
非关系等领域。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合作的不断深化，非洲中国学进入了跨越式发展时期。 目前，
非洲中国学的研究机构有智库、高校和科研机构三大类型，遍布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苏丹、博茨瓦纳

等国家。②

７．拉丁美洲中国学。 拉丁美洲中国学以墨西哥中国学最为典型。 墨西哥中国学的学院化研究肇始于

１９６４ 年，以墨西哥学院东方研究系的建立为标志，后更名为亚非研究中心。 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是拉

美大陆最早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机构。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学术出版物《亚非研究》与《亚太年

鉴》为平台，其研究内容以古代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及中拉关系为主。
该中心还形成了一批中国学学术中坚力量，为墨西哥及拉美大陆培养了大量中国学研究人才。③

二、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与国际地位的大幅跃升，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 ２１
世纪以来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新趋势：

一是国外中国学研究日益呈现“世界化”趋势。 过去，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基本上集中于以英、法、俄、美
等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和日、韩等中国周边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原本起步较晚的一些亚非拉国家特别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对中国学研究产生浓厚兴趣。 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分布范围越来越

广，中国学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呈现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化”趋势。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美、英、法、德、日、俄等国学者依然是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主要力量。

二是国外中国学新生代学者群体正在崛起，华裔学人成为其中的重要生力军。 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新

生代学者中，不少人曾在中国留学或访学，接受过中国文化教育的熏陶、浸染，亲历、亲见中国正在发生的

种种变化，对中国的理解带有某种程度上更深的感性或直观认知。 此外，旅居海外的华人和华侨在研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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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长著：《国外中国学与亚洲中国学》，《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黄畅：《发展中的非洲中国学：脉络、议题与特点》，《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王晓阳：《墨西哥学院的中国学研究》，《国际汉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代中国问题的学者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日渐成为一股重要生力军。 正如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所观察到的

现象，２１ 世纪以来，美国不少大学东亚系的华裔教授所占比例越来越高。① 这反映了国外中国学日渐倚重

东方学者的新趋势。②

三是国外中国学的研究重心日益聚焦于当代中国。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及其对世

界影响的与日俱增，使得国外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的关注蔚然成风。 国外学者对当代中

国的研究兴趣大大超越对传统中国的兴趣，当代中国成为无可争议的研究重心。 如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等成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当下热点。 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而深刻。

三、国外中国学存在的问题、挑战与应对路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外中国学受问题意识、研
究思路及方法和学者所在国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等因素的影响，存有诸多局限与不足，如西方

“文明优越论”和“他者”视角的文化隔膜，造成对中国的认知偏差；中国学研究综合性、整体性意识的缺失，
使其难以对中国有更为全面、准确而理性的认识与理解；日益加剧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使中国学研究成为

西方学者宣扬其意识形态、对中国进行批评或道德评判的工具。 因此，正如澳大利亚“中国通”陆克文一直

极力倡导的，国外中国学需要“打破过去很多年来所形成的各个专科之间的人为的壁垒和藩篱”，形成中国

学研究“更大的全局观”。③ 面对国外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有学者尖锐指出：“在西方，中国研究濒临死

亡。”④

作为中国学的研究本体，我们需要整合各方力量，加强对国外中国学的追踪，全面、系统地了解其发展

新动向、新思潮、新热点和新成果，既不能人云亦云、盲目推崇，亦不可假反思之名加以排斥、抵制，而应以

平等、审慎的心态，在强化本土意识、本土立场的基础上辩证吸收、交流互鉴，坚定以中国为主体的研究立

场，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中国学知识体系。
一是全面、系统地了解国外中国学，保持跨文化比较的理论清醒。 近代以来，西方的近代化进程给中

国带来了严重的西学冲击。 所以，我们一定要运用好唯物史观这一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不仅要反

思和抵制关于近代西方文明“优越性”和“普适性”的价值认知，也要全面了解国外中国学的成果，在相互

尊重、互学互鉴的基础上发掘共通性价值，在开放性对外沟通的同时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性知识生

产链，强化“中国学正逐渐回到中国”⑤的趋向，引领中国学的全球发展，真正实现“中国学回归本土”。
二是审慎看待国外中国学，坚定历史自信和学术自信。 在审慎看待国外中国学成果时，我们要防止落

入西方的“理论陷阱”“话语陷阱”，科学、理性地回应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汤因比之问、彭慕兰之问、李约瑟

之问、福山之问等问题，驳斥“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破
除“现代化＝西方化”迷思，坚定历史自信，将中国学研究的中外话语对话落实到具体研究议题和文本分析

中，避免滥用西方新式理论或不自觉的文化思维偏见。
三是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拓展对外交流合作。 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遵循中国学学科建设的客观规

律，广泛深入地组织国际论坛和研修交流项目，邀请更多的国外中国学学者来中国参观访问和交流合作；
在“智库”层面，借助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开展合作和国际交流；在学术交流方面，就中国历史、中国社

会、中国经济、中国改革经验、中国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等议题，加大与国外中国学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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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原元：《新世纪以来海外中国学呈现新趋向》，《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孙康宜：《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书屋》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２ 期。
陆克文：《新汉学，让世界读懂“学术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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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力度，主动译介、推出更多中国研究需要的文献资料，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融合发展方面推出更

多更易被世界广为接受的成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为我们科学、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打开了一扇

别样的窗口。 面对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常常呈现的雾里看花和隔靴搔痒的观感，及其囿于自身意识

形态和固有文化思维惯性的影响而产生的误读或曲解，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历史自信和

学术自信，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增进国际交流互鉴，不断引导“中国学回归本土”，
推动新时代中国学的发展与繁荣。

（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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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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